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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窑是云南地区最重要的陶瓷窑场之

一。 由于云南地区钴矿丰富，而建水窑青花瓷

又与元明时期景德镇青花瓷有颇多相似之处，

因此既往涉及建水窑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元明

时期青花瓷的创烧及发展问题。 实际上，近年

来陶瓷研究的学术进展表明，建水窑的特色不

只限于青花瓷产品，其时空坐标特殊、产品种

类丰富，值得反复推敲。 从地理空间来看，建水

地处红河北岸、西南边疆，是丝绸之路南亚廊

道的交通要塞，是与越南红河流域展开瓷业交

流的前沿阵地。 从时间轴线来看，建水窑兴起

于元明时期，彼时正是云南地区纳入中央直接

管理、大量东来移民涌入的变革时期。 而其产

品，不只包括与景德镇及越南关系密切的青花

瓷器，还有大量仿制龙泉窑和自成风格的青釉

产品，呈现出复杂的面貌。 由此而观，对建水窑

进行研究， 是探讨云南制瓷手工业发展史、元

明清时期青花瓷与青瓷生产格局、中国与东南

亚瓷业交流等重大课题的关键环节。

一 以往考古工作与研究

对建水窑的调查和研究，始于云南青花瓷

的发现。 1955 年，孙太初在报告云南西部大理、

丽江、楚雄等地发现的火葬墓时，将火葬墓分

为早、晚两期，其中早期年代为元初至明正统，

同时将火葬墓中出土的青花玉壶春瓶及青瓷

瓶标注为元代，但在行文中并未披露将火葬墓

或出土器物判定为元代的证据

[1]

。 1957、1960年，

马继武、葛季芳先后调查玉溪窑，发现玉溪窑

出土青瓷和青花瓷

[2]

，但此次调查对玉溪窑产

品年代的判断尚较模糊。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葛季芳出于对建水紫陶的兴趣，曾赴建水窑踏

查，随即发现了青花瓷片

[3]

，但囿于时间及条

件，未发表报告。 1976 年，葛季芳等再度赴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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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其将玉溪采集到的青釉印花器与禄丰黑

井出土的青釉印花残盘比较后认为二者胎釉、

印花、造型基本相似，而后者伴出有元至正二

十六年（1366 年）的圆形墓志，遂据此推断玉溪

窑青花瓷时代下限不会晚于明代

[4]

。 基于这些

研究成果，1980 年，冯先铭将孙太初 1955 年披

露的大理邓川出土青花瓷器与 1973 年出土于

禄丰火葬墓的青花玉壶春瓶

[5]

都归为玉溪窑元

代产品，不过未对其年代展开论证

[6]

。然而 1982

年， 杨大申在多次调查建水窑后撰文指出，禄

丰元代火葬墓所出青花玉壶春瓶等应为建水

窑产品

[7]

。

20 世纪 80 年代， 葛季芳再度至建水进行

调查，并对个别断面进行了试掘。 此次调查在

碗窑区域展开，共发现窑址十多处，采集器物

可分为青瓷和青花瓷两类，其中青瓷又可分为

素面器、印花器、划花器三类。 这些瓷器主要采

用支钉叠烧法装烧。 葛季芳重点介绍了旧窑、

湖广窑、洪家窑、高堆窑、袁家窑 5 处窑址，指出

湖广窑和高堆窑青釉、青花兼有。 其对洪家窑

断面进行了试掘，将堆积层分为两层：第一层

以青釉为主，夹杂部分青釉印花青花器；第二

层以青花为主，另有少量青釉印花、划花器。 调

查者判断此次调查的大部分窑址及器物时代

属元代，除此之外还刊布了建水碗窑村圆通寺

内一通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奉本府清军府

明文碑》的部分内容，其中涉及清代碗窑地区

瓷业生产情况。 此碑的发现对研究建水窑历史

意义重大

[8]

。

葛季芳对玉溪窑及建水窑青花瓷生产年

代的判断，均基于对禄丰火葬墓出土青瓷及青

花瓷的分析，其依据墓地所出元“泰定”年款墓

志、至正二十六年（1366 年）墓志与宣光九年

（1379 年）墓志

[9]

，判定墓地年代为元初至明初，

又认为宣光九年墓所出青花狮子滚绣球罐可

作为标准器

[10]

。 窑址调研及禄丰火葬墓研究构

成了后来葛氏一系列研究的基础，其所获年代

结论影响甚大。 不过，细究葛氏原文论述可知，

其并未对禄丰火葬墓遗物的发掘情况、共存关

系进行详尽分析和报道，因此青花瓷和纪年墓

志究竟能否对应，早有质疑存在

[11]

。

除葛季芳外，苏伏涛

[12]

、张建农

[13]

、陈丽琼

[14]

等人也曾先后踏查建水碗窑村窑址，所刊调查

资料详略有别，其对窑址的年代认识基本囿于

葛氏框架，但亦关注到建水窑产品面貌和生产

工艺上的一些特色，如陈丽琼等指出，建水窑

产品中存在仿龙泉青瓷的现象。

1987 年， 建水县城北门主道北正街改拓

时，显现 0.4~0.5 米厚的瓷片夹层，张建农对这

一地点进行了调查。 据其描述，瓷片夹层下的

生土层所含黏土，实为较好的陶瓷原料

[15]

。由此

推测，不排除这一地点为建水碗窑村之外的另

一处窑址的可能性。

除窑址调查外，建水窑产品广见于云南地

区的墓葬、遗址中

[16]

。这些遗物的发现丰富了建

水窑产品的文化面貌，为研究建水窑的生产工

艺提供了线索。 但是，这些墓葬、遗址往往缺乏

纪年材料，无法为建水窑产品的年代提供更多

佐证。 从研究情况来看，研究者显然更关注建

水窑出产的青花瓷产品。 2007 年，中国古陶瓷

学会在昆明召开“云南青花暨边疆地区青花学

术研讨会”

[17]

，后会议论文结集成册

[18]

。 会议主

题反映出青花瓷是云南陶瓷研究重点对象，在

年代、文化面貌、生产工艺三大主题中，年代问

题是探讨的焦点。 与会者对云南青花的创烧提

出“元代说”“元末明初说”“明代说”三种意见，

并有研究者由此延伸出相应的分期观点。 研究

者对于建水窑年代及分期的看法，从属于对云

南青花瓷时代的探讨。

在持“明代说”的研究者中，施静菲在充分

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云南青花瓷的相关问题

提出了新的见解。 与前人研究不同，施静菲并

未因青花瓷而将云南陶瓷的生产完全归因于

与景德镇的联系，而是将窑址所见的青瓷和青

花瓷联系起来，认为云南青花瓷的生产是基于

自身已经形成的青瓷烧制工艺，其虽吸收了景

德镇青花瓷的纹饰风格和器形，但具有自身的

主体性，并非景德镇青花系统传入后才产生的

一个地方支系。 在年代问题上，她基于出土材

料和传世材料器形、纹饰的比对，将云南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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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的发展序列归纳为三期，认为云南青花瓷的

早期类型相比“至正型青花”更具有“洪武样式”

的特征，创烧时间应不早于明洪武晚期，而后

生产延续至万历年间

[19]

。

以往的考古调查明确了建水窑遗址的地

点和大体范围。 研究者以窑址调查，墓葬、居址

出土陶瓷及馆藏文物为基础， 在年代分期、文

化面貌、生产工艺、传播交流等问题上已经取

得了不少研究成果。 不过，从基础材料来看，窑

址调查采集的材料缺少有效的序列信息，而墓

葬、居址等陶瓷消费地所见的材料又无法充分

反映陶瓷生产环节，相较而言，多数传世品的

背景信息更为匮乏，这些材料的局限性使得建

水窑生产的总体面貌及发展情况难以充分展现。

通过窑址发掘获得具有可靠有序的地层序列的

资料，对于探索建水窑的生产历史意义重大。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 年， 云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组

成联合考古队，对建水碗窑村窑址进行了主动

发掘。 经调查获知，至今碗窑村内地表可见的

不同时代窑址尚有 19 处，其中湖广窑、洪家窑

在前人研究中屡被提及， 且地表遗物丰富，保

存状况较好。 因此，这两处地点被列为此次发

掘的重点区域。 在对湖广窑区的发掘中获得了

序列清楚的地层堆积和丰富遗存。 通过对这些

考古成果的初步整理，或可为进一步全面认识

建水窑的生产特色和文化面貌奠定基础。

二 建水碗窑村湖广窑区各期的

主要收获与相关问题

“湖广窑” 这一名称， 与碗窑村内的洪家

窑、何家窑等绝大多数以家族姓氏命名的窑名

颇不相同。 葛季芳指出，“建水窑群中的湖广

窑，当地群众无不说是湖、广人来这里建窑烧

造的”

[20]

。施静菲指出，湖广窑的窑名，可能是由

元代入云南的湖广人带来窑业技术所致

[21]

。 由

此而观，湖广窑可能是云南瓷业本地因素与外

来因素碰撞、结合的关键地点之一。

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演化情况，可

暂将湖广窑文化层分为两组，进而将湖广窑遗

存分为两期

[22]

。 本文结合各期典型堆积单位统

计数据，对湖广窑区的生产历程和出土遗物演

化规律进行总结。

（一）第一期：明早期

第一组地层单位对应第一期。 这组单位以

三号窑炉（Y3）为中心。 Y3 开口于探方 T19 的

第 5 层下，这一地层相当于探方 T20 的第 6 层。

T19 第 5 层出土的少量器物与其叠压的下层堆

积近似，可能是 Y3 废弃阶段形成的堆积，因此

此层及其以下堆积单位皆可视为 Y3 或与 Y3

同期窑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窑业堆积层，为湖

广窑区最早的一组地层单位。

在第一组堆积单位中，7 号灰坑（T21H7）是

发掘区最早的遗迹单位， 该灰坑开口于探方

T21 第 11 层（T2111○）下，系在黄白色生土上掘

出，据当地紫陶生产从业者辨认，这类致密的

黄白色黏土是一种瓷土。 T21H7 出土瓷器的器

类、器形、胎釉质地和纹饰风格与 T2111○、T2011○

一致， 并且 T21H7 与 T2111○有 4 件器物拼合，

说明灰坑使用的时间不长，且废弃填埋的时间

与 T2111○的形成时间非常接近。综合以上信息，

我们推测 T21H7 是一处窑址生产前使用的瓷

土矿坑，在窑业生产开始后，很快被废弃，并用

窑业废弃物填埋。 另外， 本区内发掘至底的探

方，所见生土均为上述瓷土，这表明湖广窑这一

生产地点的选取很可能与原料密切相关，其应

是就地取土进行生产的窑场。

第一期纳入统计的陶瓷遗物标本总计约

27071 件（片），其中淡青釉瓷（89%）占比最高，

其次为青花瓷（9%），有少量素胎瓷（1%），最末

为仿龙泉青釉、酱釉、复合釉瓷（共计 1%）。

青花瓷的器类包括盘（56%）、碗（19%）、瓶

（13%）、罐（5%）、高足杯（4%）、炉、壶、盆、钵、研

钵、研臼 、器盖 、碟 、器座 、盒 、烛台等 （共计

3%）。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盘和碗，盘类在第一

期绝大多数地层中占比过半。 器形方面，青花

盘中，折沿盘数量最多，器形与龙泉窑青釉折

沿盘相似（如标本 T21H7② ∶ 11）。 青花碗类以

侈口居多（60.9%），曲腹相对较深，器壁最厚处

在腹下部近底处，整体造型敦实稳重（如标本

68



T21H7② ∶ 29、T2011○ ∶ 3）。 青花玉壶春瓶颈部

细而内束，最大径在腹下部，整体重心靠下。 一

些器形仅见于第一期，在其他明早期的墓葬和

遗存中常成组出现

[23]

，如曲腹平底瓶（如标本

T2011○ ∶ 10，图一）、立耳三足炉（如标本 T21H7

① ∶ 2、T21H7① ∶ 1）、筒形炉（如标本 T21⑨ ∶ 5）、

折腹碗（如标本 T21H7③ ∶ 9）、高足杯（如标本

T2111○ ∶ 13）。

青花瓷纹饰层次多且分明，花卉类主体纹

饰的图式结构完整，笔触细致流畅，青花呈浓

郁的灰蓝色或深灰绿色。 人物纹和凤鸟纹等较

复杂的主体纹饰在瓶、高足杯、罐、碗等多种器

类上出现，构图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器内外表

面，显示出较熟练的绘工。 玉壶春瓶的纹饰自

内口沿至颈、肩、腹、胫部，可分为五层，层次最

丰富， 肩部和腹部的主体纹饰常见一束莲、鱼

藻纹，与折沿盘的主体纹饰一致。 盘类流行内

底一束莲、 双鱼纹与内壁五枚一组的水草、蕉

叶纹的固定组合，边饰流行水波纹和回纹。 碗

类外壁常分为上、下两层，腹上部饰以缠枝花

卉纹，胫部饰以莲瓣纹，花卉的叶多抽象为葫

芦形的小叶或掌形的大叶，常与莲花、菊花、牡

丹和五瓣的简笔花卉形成不固定的组合。 器物

近足处的莲瓣纹有三类：第一类为近方形的变

体仰莲瓣纹，内部填绘螺旋形卷云纹或留白的

如意云头纹； 第二类为瓣中略内凹的莲瓣纹，

边缘留白，内部涂青；第三类莲瓣略尖，近心

形，填涂方式同第二类。 第一类多见于瓶、罐和

大碗的胫部，后两类多见于高足杯的胫部和足

上部， 少量饰于觚形瓶肩部和荷叶罐的盖顶。

少量的麒麟纹多与海水纹组合出现 （如标本

T21H7② ∶ 27、T2111○ ∶ 20），此类纹饰受到景德

镇青花瓷器的影响较显著，但外底施酱色护胎

汁，又是仅见于红河流域滇东南和越南北部的

特殊工艺。 青花菊花纹的花心常绘以螺旋形

（如标本 T21H7② ∶ 29、T21H7② ∶ 3，图二），而

贴塑缠枝菊纹罐（如标本 T14⑦ ∶ 59）的花心又

以格纹表现。

淡青釉瓷的器类包括瓶罐类 （51%）、罐

（20%）、瓶（16%）、壶（7%）、盆、研钵、盘、碗、研

臼、瓮、炉、缸、盒、杯、器座、器盖（共计 6%）等

[24]

。

第一期淡青釉占比最多的是瓶、罐两类，其中

淡青釉盘口长颈瓶与淡青釉罐的腹部、底部残

片难以区分，因此统一归为瓶罐类残片，但可

识别的瓶、罐残片数量仍然表明，这两类器物

的产量是最大的。 器形方面，淡青釉罐口沿多

外卷，有高直领和矮领两类，肩部丰满，腹部较

斜直。 淡青釉盘口长颈瓶的口沿转折较分明，

有的外口沿上下会修出两道锐利的棱，甚至将

下方的棱捏成荷叶花边状。 此期淡青釉盆多为

体形较小的圆唇曲腹盆，这类盆与研钵的形态

接近，主要区别在于研钵内壁不施釉，口沿多

捏成一流，部分研钵内壁有篦划细槽。

从修坯情况来看，第一期的器物修胎普遍

较为精细。 圈足的足墙较高且直，足底修棱痕

较窄，多将外底心凸起处修平，如第一期青花

侈口曲腹圈足碗（T21H7② ∶ 29），外底有反复

修坯留下的大量旋痕。 即便是器物外底这类使

图一 青花曲腹平底瓶（T2011○ ∶ 10） 图二 青花器盖（T21H7②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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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处于视觉盲区的部位，第一期的修坯工艺

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是精工细作的体现。 第

二期的器物修足粗率， 圈足变得非常低矮，足

墙外壁和外底心的凸起往往不作修整，挖足多

偏离圆心。

由胎釉而观， 第一期器物胎质普遍较细。

青花瓷中数量最多的折沿盘类釉色略泛灰，施

釉不及足墙，而大碗、瓶、罐、炉、高足杯等较精

致的器物釉色多青中泛白，施釉及足，足底刮

釉。 第一期青花瓷、淡青釉瓷的釉面均密布小

气泡，略失透，釉质整体具有莹润的质感。 第二

期器物胎质普遍较粗， 但胎体的烧结程度更

好，质地粗而坚致。 釉色泛灰绿或黄褐，但釉面

普遍较光亮，具有玻璃质感。 此次发掘出土瓷

器外底绝大多数不施釉，但第一期会在部分青

花瓷外底涂刷酱色护胎釉，即此前部分学者所

称“巧克力底”（图三）

[25]

。 目前所见施酱色釉的

器类包括侈口盘、敞口盘、敞口花口曲腹圈足

大碗、敞口斜曲腹碗、玉壶春瓶、高足杯，但这

些器类中涂刷酱色釉的数量并不多。

（二）第二期：明中晚期至清末

第二组地层单位对应第二期。 从地层堆积

情况来看，第二组地层的大多数堆积单位实为

围绕二号窑炉（Y2）而形成的窑业垃圾层。 需要

说明的是，Y2 最外层北侧护窑墙建筑于探方

T20 第 5层， 这表明第 5 层形成于 Y3 废弃后，

Y2 最后一次翻修前，由此 T20 第 5 层或可视为

一个单独的部分。 不过考虑到 Y2 曾经过翻修，

且第 5 层出土器物形态与其上堆积单位近似，

因此暂将第 5 层并入其上堆积单位。

Y2、Y3 虽均被推测为龙窑，但建筑方式及

形制差别极大，代表了湖广窑区不同时期的窑

炉技术。 Y2 的形制特征，与碗窑村村中现存龙

窑接近，其护窑墙所用罐、盆延烧时间极长，因

此，其年代下限不易确定。 目前暂将其时代划

为明中晚期至清末。 待建水窑其他地点 2020

年发掘资料整理完成后，此期段或可进一步细化。

第二期纳入统计的陶瓷遗物标本总计约

16876 件 （片）， 其中最多的依旧为淡青釉瓷

（86%）， 青花瓷占比略增加 （11%）， 素胎瓷

（1%）、乳浊釉瓷（1%）数量少，另有酱釉瓷、仿

龙泉青釉瓷、蓝釉瓷、复合釉色瓷（共计 1%）。

乳浊釉瓷是新出现的品种，酱釉瓷的数量有一

定增加（从 3 片增至 65 片）。

青花瓷器类包括碗（31%）、壶（22%）、罐

（15%）、盘（14%）、瓶（12%）、盆、炉、器盖、器座、

研钵、烛台等（共计 6%）。 可以看到青花瓷的器

物组合整体发生了变化，盘和炉的数量变得非

常少；碗类的数量和比重均超过了第一期；瓶、

壶、罐数量剧增，壶和罐成为仅次于碗的主要

品类。 器形方面，新出现大量青花侈口长颈瓶

（如标本 T14② ∶ 59）， 方唇和粗而长的直颈与

第一期的盘口瓶特征相仿，肩颈直径表明其尺

寸也与盘口瓶相当，但口沿形态以较平滑的外

侈取代了折转盘口。卷沿玉壶春瓶（如标本 T14

② ∶ 53）取代侈口玉壶春瓶大量出现，瓶类的颈

部变得斜直，腹部最大径上移，圈足变矮。 直领

单把壶和小罐的形态渐趋接近，且数量均有增

加。盆和盘的沿变宽（如标本 T14③ ∶ 53）。碗类

以敞口浅斜曲腹和直口沿内凸为主 （如标本

T14④ ∶ 16、T14③ ∶ 44）， 且圈足低矮， 足墙变

宽，侈口碗变少。 直口内凸沿的大碗器壁变薄，

重心偏向器腹上部。

第二期青花瓷纹饰的图式高度简化，纹饰

的层次、图案的结构均趋于简略，绘画笔触粗

率，青花呈浅而黯淡的灰绿或褐绿色。 碗类纹

饰高度简化，敞口的碗类多饰以弦纹，内凸沿

的碗类内壁流行两枚一组的简笔点绘花叶纹，

以螺旋纹示意花朵或藤蔓。 青花罐身牡丹的花

图三 青花平底盆底部残片（T2111○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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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以率性的波浪线勾绘，基本只留花朵，大面

积连续布局的缠枝构图趋近消失。 瓶类的纹饰

简化现象更剧烈。 青花玉壶春瓶中，第一期颈

部流行的竖线开光在第二期成为主流，但开光

内纹饰完全省略， 仅存的框线上延至外口沿，

成为瓶身上半部装饰的主体，肩部饰以青花直

领单把壶和小罐上流行的简笔水波纹（如标本

T14④ ∶ 56）。 而第二期的直领单把壶和小罐不

仅器形接近，纹饰也基本趋同。

第二期淡青釉瓷的器类包括瓶罐类（31%）、

罐（22%）、盆（20%）、壶（15%）、瓶（9%）、碗、研

钵、盘、研臼、器盖、杯、缸、瓮、灯盏、盒、炉、烛台

（共计 3%）。 与第一期相比， 盆类比例大幅上

升，瓶类比例似有所下降。 器形方面，罐类新出

现一种方唇直口的高直领罐，器身高度为两期

各器类之最。 盆类中方唇敛口、宽折沿带鋬的

大型盆类数量非常多。 和青花的情况一样，淡

青釉直领单把壶与小罐的形态变得非常接近。

瓶类出现一类圆唇直颈的瓶，肩部折转，腹部

外鼓， 可能与卷沿玉壶春瓶的形态有一定关

联。 碗类中淡青釉和乳浊釉敞口斜曲腹碗类内

底变平，有一周压环。 伞形纽平沿子口器盖、灯

盏、小杯开始比较多地出现。

第二期与第一期相比，素胎器物的占比不

变，但总体数量从 356 件（片）降至 228 件（片）。

素胎器物多为生烧或过烧、 釉面剥落非常严

重、无法判断其釉色的次品，有的粘有少量釉

滴，根据器形判断，应该是脱漏了施釉环节的

淡青釉碗盘，总体而言都是生产过程中的残次

品。 素胎器物数量的下降，胎釉烧结质量的提

高，表明湖广窑第二期生产组织和窑温控制工

艺相比第一期有一定的提升。

（三）装烧工艺情况

湖广窑区所见窑具按功能可分为装烧具

和支垫具。 装烧具主要有平顶匣钵和凹顶匣

钵，根据匣钵顶部残留的垫圈印痕，以及顶部

内侧有粘连青花瓷器口沿的现象，可知两类匣

钵均倒扣使用，与龙泉窑的 M 形匣钵使用方式

接近。 支垫具中，垫筒口沿部位多生烧，使用时

可能倒扣于窑床垫砂上为叠放而成的器物柱

提供支撑，因此受热不均。 有的垫柱刻有“陈”

“何”“佴”等姓氏铭文，通过文字的方向可知垫

柱也是平顶向上倒扣使用。 第一期器物多采用

泥点制的支钉间隔（图四、五），碗盘类叠烧的最

下一件用垫圈与匣钵隔开。 盘口瓶、玉壶春瓶

的内口沿和青花荷叶罐盖的顶面这类特殊部

位也发现有支钉叠烧的痕迹。 还发现有淡青釉

玉壶春瓶底与研臼底部相互粘连的现象。 此

外，盆类的口沿刮釉、内底有支钉痕、内底粘连

盘类残片的现象， 说明盆类可能采用对口套

烧，内部再装烧其他器类。 罐类口沿刮釉处发

现有粘连痕迹，也可能采用对口叠烧。

第一期纳入统计的窑具标本总计约 2049

件（片），器类包括垫筒（60%）、平顶匣钵（16%）、

垫柱（13%）、凹顶匣钵（11%）、垫圈、窑撑（共计

1%）。 第二期纳入统计的窑具标本总计约 588

件（片），包括垫筒（43.7%）、垫柱（33.1%）、平顶

匣钵（13.7%）、凹顶匣钵（4.5%）、垫饼（2%）、垫

图四 青花长柄扁执壶（T21H7② ∶ 62）支钉 图五 青瓷折沿斜曲腹圈足盘（T21H7③ ∶ 66）支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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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平顶矮匣钵（1%）。 与第一期相比，第

二期的平顶匣钵开始出现器壁较矮、顶径变大

的新器形。 凹顶匣钵数量锐减。 间隔具中新出

现了垫饼。

三 结 语

建水窑湖广窑区的发掘获得了有序地层

堆积资料和大量遗物，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

到如下认识。

湖广窑是一处明代早期创烧的生产地点，

在创烧伊始便同时进行青瓷、 青花瓷的生产。

其中，青釉瓷自始至终是其产品的主流。 相较

于青花瓷，云南地区的青瓷生产，此前较少受

到学界的关注。 从出土瓷片数量和重量两项指

标观察，淡青釉瓷器所占比例最高，暗示了淡

青釉瓷器生产在建水窑瓷业中的基础性地位。

瓶、罐、盆等大型器物，是淡青釉瓷器中的主要

器类。 其采用明火裸烧方式，外壁多有落渣等

缺陷，部分器物在生产中很有可能充当了匣钵

的角色。 这些情况表明淡青釉瓷器为湖广窑生

产的普通产品。 除淡青釉瓷器外，湖广窑区尚出

土有少量仿龙泉窑产品， 其工艺较淡青釉产品

更为精细，这体现了云南地区瓷业的广采博取。

湖广窑生产的青花瓷具备更活跃的创新

性文化因素，其数量、重量比例不高，但胎釉精

致、修坯规整、纹饰富于变化，且采用匣钵装

烧，体现出精工细作的意图，展现了湖广窑生

产的最高工艺水平。 同时，青花瓷呈现出较明

显的时代变化，第一期产品的胎釉、纹饰质量

较高，第二期产品质量明显下滑，纹饰的简化

现象尤为突出，青花呈色反映出所用钴料质量

亦明显下滑。 这可能与明中期以后，更具竞争

力的景德镇民窑瓷器生产规模扩大

[26]

，挤占当

地高质量瓷器市场有关。

值得说明的是，建水碗窑遗址生产地点众

多，各地点的兴衰节奏并非完全一致，从初步

观察来看，各地点可能确如《奉本府清军府明

文》碑所言，存在一定的分工。 因此，湖广窑出

土材料反映的情况或有局限性，不过充分研究

这一地点的出土材料，应能为进一步研究建水

窑各个地点之间的兴衰变化、 建水窑的特色、

建水窑乃至红河流域瓷业发展的阶段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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